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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独生子女政策的社会起源
陈　恩

【提　要】通过理论梳理和史料分析，独生子女政策的出现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某个政党或某些精英的

所为，作为计划生育政策的独生子女政策旨在对国家的人口进行计划控制，这种试图使人口变化遵循人类计

划的努力体现了现代社会的理性化逻辑，因此，现代性才是独生子女政策的根源；第二，近现代中国社会形

成的对科学宗教般虔诚的态度也是独生子女政策获得精英和普通民众支持的动力来源，独生子女政策的整个

论证过程都在科学的名义之下；精英们之所以相信独生子女政策能够有效地控制人口增长，因为此时我们已

经掌握了使人口清晰化的人口统计技术和对人们的微观生育过程实施控制的避孕节育医学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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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８０年９月２５日，中共中央发出 《关于控制人口问题

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简称 《公开信》），要

普遍 “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标志着独生子女政

策正式在全国全面推行。独生子女政策的社会起源是什么？

要回答这个问题，须先解答如下问题：计划生育思想是如

何产生？中国又是如何将计划生育思想转变成政策付诸实

施的？计划生育政策是计划经济产物吗？控制人口的计划

生育思想被付诸实施需要什么技术条件？

一、计划生育：现代性的逻辑产物

计划生育政策有其思想渊源。精英们主张根据人口

计划来控制生育，是基于他们对人口增长及其理想目标

的主观判断，这种判断是建立在他们认为他们对人口和

社会各个方面的准确把握上。那么，他们对人口及其影

响因素把握的自信是如何产生的？启蒙运动以来，人类

在科学技术上取得了长足进展。但是，哈耶克认为，每

个科学领域所取得的成就都加强了人类在判断自己的理

性控制能力上的一种幻觉，称之为 “致命的自负”。① 在

哈耶克看来，一切打算对整个社会实行计划的企图，不

管它们是出于何种高尚的动机，都是建立在这种危险的

知识自负上。英国社会学家鲍曼则用 “园艺”来比喻这

种理性控制精神，园艺师将一个自然场所加工成为完全

人工设计的有秩序的植物空间，而现代人试图完全根据

其意图来重新塑造人类社会。② 斯科特认为，这种强烈

而固执的自信是一种极端现代性意识形态，精英们特别

相信，随着科学地掌握自然规律，人们可以理性地设计

社会的秩序。③ 现代性试图使一切理性化，变得可计算、

可预测、可控制，计划是现代性的产物。计划生育思想

处在这种现代性思想脉络中，计划生育政策是国家精英

们试图以理性计划控制人口增长的努力，使人口增长成

为可以计划控制的对象。独生子女政策设计的思想基础

是，精英们把人当作没有社会性的物理体或生物体，缺

少人文主义的考虑，对人们的生育行为进行直接配额控

制。计划经济是人类对理性化追求的极致表现，计划生

育试图使人类最微观最原始的生育行为变成国家计划控

制的对象，更是极致中的极致。

计划生育政策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同时成为计划

经济的一部分。１９５４年，邵力子在第一届全国人大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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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会议发言时说 “社会主义什么都有计划，生育更要

有计划。”① １９５６年，毛泽东在同南斯拉夫妇女代表团

谈话时说：　 “夫妇之间应该制定出一个家庭计划，规定

一辈子生多少孩子。这种计划应该同国家的五年计划配

合起来。……社会的生产已经计划化了……我们为什么

不可对人类本身也实行计划生育呢？”② 被誉为 “计划生

育之父”的马寅初在１９５７年说：　 “我们社会主义经济

就是计划经济，如果不把人口列入计划之内，不能控制

人口，不能实行计划生育，那就不能成其为计划经

济”。③ １９７０年６月，周恩来在接见卫生部军管会全体

人员的谈话中指出：　 “计划生育属于国家计划范围，不

是卫生问题，而是计划问题。你连人口增加都计划不

了，还搞什么国家计划！”④ １９７２年７月，国务院计划

生育领导小组成立后，会同国家计划委员会开始编制国

家人口年度计划，并纳入国民经济计划之中；１９７３年开

始，国家每年在下达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同时下

达年度人口计划。１９４９年以来从计划生育思想的最早提

出，到独生子女政策的酝酿出台，都与计划经济相关

联，计划经济是计划生育政策的基本依据。

计划生育思想是建立在精英们对人口规律过分自信

的基础上的，这可以从被称为 “独生子女政策总设计

师”的宋健对人口预测和规划的 “自信”中看出。精英

们坚信他们认定的中国人口规模的理想目标和人口增长

的未来轨迹。精英们对其预测能力的自信，可以从他们

所使用的 “预报”人口而非 “预测”人口中看出，⑤ 预

报意味着对未来准确结果的提前告知，而预测只是对未

来事件发生概率的估计。精英们是基于对其人口预测能

力的自信而用 “预报”一词，还是为了使人们增加对精

英们人口预测能力的信任而使用 “预报”一词？无论前

者还是后者，都反映了人类对其预测能力的超强自信。

如果精英们是为了增强其政策合法性而故意夸大其预测

能力，那么，可以说明人们存在对人类预测能力的自

信；如果精英们是无意识地使用 “预报”一词，则可说

明精英们对其预测能力的自信。独生子女政策试图把人

口变化完全纳入预想的轨道，使人口增长的过程和结果

都处在国家计划的完全控制中。这体现了精英们对其预

测能力和控制能力的自信。无论是人口规划还是计划生

育，都体现了精英们的理性化精神。

二、科学信仰：独生子女

　　政策的合法性来源　

　　独生子女政策作为古今中外前所未有的生育配额控

制政策，该政策的制定者和论证者如何说服其他国家精

英和普通群众？根据梁中堂的考证，１９７８年１０月中央

６９号文件第一次明确提出：　 “提倡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

最好一个、最多两个”；１９７９年１月全国计划生育办公

室主任会议，要求 “对于生第二和二胎以上的，应从经

济上加以必要的限制”，标志着独生子女政策的产生。

独生子女政策产生后备受争议，全面地推广更面临着巨

大阻力。于是，决策推动者需要赋予独生子女政策以合

法性，他们首先找到的是 “科学”。一批从事控制论和

系统工程专业的 “七机部”二院工程师与西安交通大学

从事计算机专业的教师，成为决策推动者寻找的科学论

证依据的提供者。１９８０年２月１４日，国内各大报纸刊

发新华社通稿，《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工作者合作进行

研究首次对我国未来一百年人口发展趋势作了多种测

算》，这既为已经在部分地区推行一年多的独生子女政

策提供 “科学”依据，又为同年９月２５日中共中央
《公开信》要求全国普遍实行的独生子女政策作了 “科

学”的铺垫。为什么独生子女政策的决策推动者要从
“科学”那里寻找政策合法性呢？

在现代社会，科学被人们看作无所不能的工具，科

学使人类可以根据自己意志去改造世界。这种对科学的

态度称为科学主义，是一种对科学技术宗教般的信仰，

认为科学 （甚至技术）是唯一真理。美国人类学家苏珊

认为，中国 “一胎化”政策起源于科学主义。⑥ 那么，

科学信仰在中国是如何产生的？ “科学” （往往与 “技

术”相混用）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特

别是１９１９年 “五四”运动期间，德先生 （民主）和赛

先生 （科学）被精英们看成拯救中华民族国家危亡的唯

一路径；由于中国特殊的政治、历史和文化等因素，

“德先生”（民主）在中国遭到争议；而 “赛先生” （科

学）则显得更加突出，精英和普通民众都把科学 （甚至

技术）当作真理的唯一来源和解决中国问题的唯一办

法，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在对待科学的态度上达到了前

所未有的一致。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精英们和普通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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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对科学技术达到近乎迷信般的信仰，人们对大学教授

和任何学科的科研人员都十分景仰。在信息相对封闭的

１９８０年前后，人们包括精英们对 “控制论”、 “系统工

程”等这些科学名词抱以宗教般的虔诚。１９８０年２月

１４日的新华社通稿以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工作者合作

进行研究”、“采用世界科学界公认的人口预测方法”等

科学名义向全国人民宣布：　 “中华民族又一次面临危难

的关头和别无选择地必须走 ‘一胎化’的道路”。① 政策

论证者把独生子女政策和 “科学”联系起来，以复杂的

数学模型和先进的大型计算机预测未来中国人口，使独

生子女政策获得科学合法性。实际上，宋健等研究人口

控制所用的 “控制论”是一种控制自然的工程学方法。

人口的预测和独生子女方案的论证被封在贴着 “科学”

标签的黑箱里，罗马俱乐部的 “增长极限”理论和美国

的 “人口爆炸”理论使人们更加坚定相信中国科学家所

警告的人口危机，“科学”使人们相信独生子女政策具有

不言而喻的合法性，怀疑独生子女政策即怀疑科学本身。

现代科学是建立在数学的基础上的，数学语言被认

为是一种科学语言，人们往往把定量的东西等同于 “科

学”。从事导弹研究的七机部二院工程师们能够获得当

时罕见的一般只应用于军事武器研究的大型计算机。大

型计算机能快速准确地运算大量数据和建立复杂的数学

模型，这是当时国内社会科学家难于想象的。在那个迷

信科学 （甚至迷信技术）的时代，甚为罕见的 “计算

机”被人们符号化为 “科学”本身，计算机算出的结果

也被认为是科学的。１９７９年１２月，在第２届全国人口

理论研讨会上，宋健领导的研究团队使用复杂的数学模

型和新奇的计算机技术预测未来百年中国人口的增长，

使与会的官员和专家学者们很震惊。作为与会专家的梁

中堂回忆，“李广元在会议闭幕前的那次大会发言介绍

用控制论和系统工程方法预测人口时，坐在大会主席台

的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栗秀珍

是如何用一种欣喜的表情倾听和关注。”② 在中国，人们

往往把 “科学”等同于 “技术”和定量的数学运算。在

独生子女政策的合法性论证中，“控制论”、“系统工程”、

“世界科学界公认的人口预测方法”、“自然科学和社会科

学工作者合作研究”、 “计算机”等等被符号化为科学真

理的东西，成为政策推动者说服精英和民众的法宝。

三、医学技术：身体控制的

　　微观基础　　　　　　

　　独生子女政策的最终落实在于对已婚育龄夫妇 （特

别是妇女）进行节育控制，通过对育龄人群的身体进行

自律和他律来达到生育配额计划控制，身体控制是为了

节制生育。如何控制人的身体 （准确地说是生殖器官）

成为独生子女政策得以实施的关键条件。近代以来中国

人的身体摆脱传统伦理和秩序的专断统治，但是同时中

国人的身体也日益国家化，国家对国民身体的控制日益

增强。③ 其实，这种身体控制也局限于对人的身体进行

外在纪律约束，使身体符合国家所认为的文明规范，而

大规模地对人的身体某部位生理功能进行不可逆的改变

从未出现过。清末民国，一直以国家和民族的生存为身

体开发的依据，在国力、国权成为主要价值所在的情况

下，身体的欲望成为首先需要节制的对象。④在１９４９年

以后的中国大陆，“国家利益高于一切”、 “集体利益高

于个人利益”等国家至上观念、意识和制度不断地强化

身体国家化。１９８０年９月， 《公开信》将独生子女政策

拔高为 “一项关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速度和前途，关

系到子孙后代的健康和幸福，符合全国人民长远利益和

当前利益的重大措施。”于是，节制生育的身体控制变

得理所当然。而身体控制特别是生殖器官的控制和监测

都依赖于医学技术的发展。人口层面的身体控制最终还

会落实到个体层面上的身体控制。精英们认为，控制人

口首先必须控制生育，生育控制包括预防、监测、终止

和绝育等一系列环节，因此生育控制也是对人 （特别是

妇女）的生殖器官进行控制，这种控制依赖于一系列的

医学技术，包括预防非意愿怀孕的避孕节育药具、监测

怀孕的检测技术、终止妊娠的人流手术和排除后患的绝

育技术。在前现代社会，也存在避孕节育的方法，但这

些方法只是基于人们长期的经验积累总结，并不是建立

在科学理性基础上的技术，体外射精、安全期性交等可

能是前现代社会的主要避孕方式，而橡胶避孕套、避孕

药、绝育手术是在现代科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技术手

段。这些避孕节育技术日益摆脱经验概括，而与现代医

学、生物学、化学等科学结合日益紧密，也属于现代科

学与技术发展脉络中的一部分。现代避孕节育技术的发

明推广为国家控制人的生殖器官提供了技术可能性。

１９６０年代，国家开始组织避孕药具的科学研究。

１９６４年７月起，我国试制成功的口服避孕药陆续供应临

床；１９６７年１０月，我国正式生产两种口服避孕药；

１９７０年１２月，短效口服避孕药正式批准生产；１９７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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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生产了ＴＣｕ２００、ＶＣｕ２００宫内节育器；随后，一大批

避孕药和宫内节育器相继通过鉴定投入生产。① 避孕方

法只能减少非意愿生育，国家对身体控制要想达到理想

效果，使生殖器官时时刻刻处在国家的有效监控之下，

绝育技术彻底堵住了个人逃避监控的可能和解决了国家

权力不在场发生孕情的可能。１９５８年，后来被称为 “补

救措施”刮宫术和负压吸引人工流产术在我国已经发展

成熟。而彻底解决国家不在场管制生殖器官的绝育技术

成为计划生育重点攻关的措施。独生子女政策出台前，

我国的绝育技术也已经成熟。早在１９５０年代，输卵管

结扎术在国内已有临床应用；１９６４年，全国计划生育学

术会议将抽芯近端包埋法作为我国通用的标准结扎法；

１９７０年，推广复辟小切口输卵管结扎术；１９７０年被收

入 《中国医学百科全书》的输精管绝育方法就有１０多

种。②绝育技术能堵住那些试图超越计划规制的生育，

作为 “补救措施”的人流引产使国家能够把 “计划越轨

者”的企图消灭。在一胎化政策出台前后，我国已建立

了一个比较完整的避孕节育医学技术体系，包括了避孕

技术、绝育技术、终止妊娠技术及妊娠监测技术。这些

对生殖器官进行控制的技术发明，使政府根据计划配额

直接控制人口生产成为可能。在当时中国的医疗条件落

后情况下，农村地区更不具备外科手术的专业力量。于

是，全国各地政府通过向农村派出了宣传队和避孕节育

手术队，进行大规模巡回集中手术，尽管也出现一些令

人遗憾的医疗事故和后遗症，但是身体控制医学技术几

乎覆盖了全部已婚育龄人群。

四、人口统计：国家治理

　　的权力技术　　　　

　　控制人口增长的前提是政府掌握了辖区的人口规

模、人口结构的现状和趋势。精英们相信一个国家的人

口规模和结构存在理想状态 （如 “最优人口”、“适度人

口”），控制生育是为了达到理想的人口目标。对一个国

家的人口规模和结构的掌握依赖于人口统计技术的发

展。独生子女政策被精英们当作实现中国理想人口目标

的唯一办法，因为他们对当时中国人口的数量和未来人

口的变化路径有相当自信的把握，这种把握是建立在人

口统计技术的基础上。人口统计是实现国家治理 “清晰

化”与 “简单化”的重要权力技术。清晰化是指 “将极

其复杂的、不清晰的和地方化的社会实践取消，而代之

以他们制造出的标准格式，从而可以集中地从上而下加

以记录和监测”；清晰化以简单化为前提，“简单化……

只表达了官方观察员所感兴趣的片断”。③ 通过简单化和

清晰化策略，使以前未曾掌握的情况呈现在政府视野之

内，成为可操控的治理对象。 “人口统计”是典型的国

家清晰化和透明化的权力技术，它使治理对象更加清晰

地呈现在国家的视野里。人口统计使国家在技术上能够

弄清楚所辖国土上的人口数量、结构、分布、迁移等资

料，使人口变得可计算、可预测、可控制。

在独生子女政策出台前，我国的人口统计技术体系

已经基本具备。１９４９年后，我国政府通过一些措施逐渐

地形成了对人口状况的掌握。１９５０年～１９６０年代，我

国人口的总数、生育、死亡、避孕、节育、婚姻等方面

的统计数据分别由公安、卫生、民政等部门负责。１９５３
年和１９６４年分别进行了两次全国人口普查，并且一直

以来实行严格的户籍登记制度。１９５１年７月公安部颁布

了 《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１９５３年，新中国进行第

一次人口大普查。１９５５年６月９日，国务院通过的 《关

于建立经常户口登记制度的指示》规定，在全国范围内

建立经常性的户口登记制度，户口数字应每年层层上

报，最后汇总于内务部。到１９５６年２月国务院又颁布

指示，把全国的户口登记管理工作及人口资料的统计汇

总业务，全部交给公安部门。１９５８年１月全国人大常委

会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管理条例》。户籍制度对

所辖住户的基本状况进行登记 （包括常住人口登记、暂

住人口登记、出生登记、死亡登记、迁移登记、变更登

记、更正登记等），并根据登记资料进行人口统计。当

时我国的流动人口非常少见，所以当时人口普查和人口

统计数据可能是比较准确的。人口统计技术使国家史无

前例地准确掌握辖区内人口的总数、生育、死亡、避

孕、节育、婚姻等方面情况，治理对象变得日益清晰。

独生子女政策的论证是在既有人口统计数据基础上

进行的。宋健等认为，决定人口发展变化的关键性参数

是人口死亡率、妇女平均生育率和现在人口的初始年龄

分布，他们已经有比较准确的统计资料可以利用。④ 根

据梁中堂回忆，“据李广元同志说，宋健回国后就把国

外带回来的一摞人口预测的资料甩给了他。从此，李广

元开始了跑国家统计局、公安部，和在计算机上测算中

国人口的研究工作。”⑤ 也就是说，宋健领导的研究团队

进行人口预测并论证独生子女政策所需要的人口数据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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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人口普查数据和公安部户籍登记数

据。统计技术为精英们提供了人口数据，使人口变得可

计算、可预测。１９７０年代中期开始，我国一些县市的基

层为了掌握妇女的婚姻、生育、避孕、节育等情况，开

始摸索建立了一些计生登记簿，并逐步形成了计划生育

帐、卡；内容包括夫妇基本情况、结婚时间、生育子女

数、人工流产史、避孕节育方法、未避孕原因等。① 在

独生子女政策全面推开之前，基层地方政府已经发明了

使辖区内育龄人群变得清晰的人口统计技术。

五、结语

独生子女政策在中国出现具有逻辑必然性。现代社

会的理性逻辑强调人类对自然和社会进行干预，而且人

们对人类了解自然、社会和根据人类的意图去重塑自然

和社会的能力相当自信。控制人口是现代性发展的必然

结果，精英们相信一个国家存在理想的人口目标，为了

达到这个理想目标，需要进行规划和控制。独生子女政

策就是在这种理性逻辑发展脉络中产生的。并且在１９４９
年后，中国大陆建立了全面的计划经济体制，把人们的

生产和生活纳入国家计划。精英们一直在试图对中国的

人口再生产进行计划控制，但直到独生子女政策出台之

前仍不能实现。从一开始，计划生育思想和政策都作为

计划经济的产物，并构成计划经济的一部分。独生子女

政策只不过是把人口再生产纳入极具控制力的计划配额

控制体系。从这个角度讲，独生子女政策是计划逻辑的

必然产物，是现代社会发展的逻辑结果。

独生子女政策不仅要控制人们的生育行为，还把人

们的生育数量限制在一胎内，这是古今中外前所未有的

决策。因此，决策者和政策推动者需要说服其他国家精

英，因为控制人们生育数量的决策需要政治勇气；并且，

决策者还要让普通民众接受这一政策。在中国具有不言

而喻的合法性地位的 “科学”成为国家精英们求助的对

象。科学信仰成为独生子女政策的合法性来源。

独生子女政策的落实必须依赖一系列控制人们生殖

器官的医学技术发明。在独生子女政策出台前后，我国

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备的避孕节育技术体系，包括预防非

意愿怀孕的避孕节育药具、监测怀孕的检测技术、终止

妊娠的人流手术和排除后患的绝育技术。这些技术发明

贯穿了整个生育控制过程，使国家能够实现对人们的生

育数量、时间和间隔进行无所不在的控制，使人们的生

育行为成为国家计划控制的对象。

独生子女政策论证和实施都需要了解当时人口和预测

未来人口。而掌握当时和未来人口所需要的人口统计技术

在当时已经具备。精英们相信他们已经掌握了国家的当时

人口和未来人口，并且能通过人口统计随时掌握人口的出

生、死亡和增长的情况，也就是这些人口清晰技术使精英

们对独生子女政策的设计、论证和执行都满怀自信。

总之，独生子女政策的社会起源是现代社会发展的

理性和科学，现代性使中国精英们对根据人类的意图去

重塑社会的能力迷信，并且生殖器官控制技术和人口清

晰技术为国家控制人们的身体提供技术上的可能性。当

然，笔者强调现代性作为独生子女政策的社会起源，并

不否认中国特殊的政治体制在独生子女政策的出台和实

施中起着最为关键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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